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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背景下北冰洋人为碳储量变化、

驱动机制与未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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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冰洋是全球重要碳汇，北极放大效应驱动海冰快速消退，引发学界对北极碳汇演变趋势争

议。本文综述了北极碳汇与人为碳时空分布特征，阐析海冰消融对北极碳循环的调控机制。研究表

明，北冰洋人为碳总储量为 2.5～3.5 Pg C，呈陆架高于海盆、欧亚海盆高于美亚海盆的空间格局，并主要

富集于中层水体。海冰消融通过影响海气交换、水体层结、环流通风及生物地球化学过程，重塑人为碳

的吸收、输送与储存路径，其对北冰洋碳汇和人为碳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与双重效应。总体来看，海冰

消融背景下北冰洋仍是全球重要的人为碳汇，但长期储存效率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未来需加强长期

观测与多过程耦合研究，提高对北冰洋碳循环演变及其气候效应的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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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ctic Ocean serves as a critical sink in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However, rapid sea ice retreat
driven by Arctic amplification has sparked extensive debate over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the Arctic carbon sink.

This  review  synthesizes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Arctic  carbon  sink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nthropogenic  carbon,  and  examines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ea  ice  loss

modulates  Arctic  carbon  cycle.  Existing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total  anthropogenic  carbon  inventory  in  the

Arctic  Ocean is  approximately  2.5-3.5  Pg C,  with  a  spatial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concentrations  on

continental shelves than in deep basins, and markedly greater accumulation in the Eurasian Basin relative to the

Amerasian Basin. Anthropogenic carbon is predominantly accumulated within intermediate waters. Sea ice loss

reshapes the pathways of anthropogenic carbon uptake, transport, and storage by altering air–sea gas exchange,

water-column  stratification,  ocean  circulation,  ventilation,  and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Consequently,  its

impacts  on  Arctic  carbon  sink  capacity  and  anthropogenic  carbon  budgets  exhibit  pronounced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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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and dual effects. Overall, the Arctic Ocean remains an important anthropogenic carbon sink under
ongoing  sea  ice  loss,  yet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persists  regarding  its  long-term  storage  efficienc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sustained  observa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of  coupled  physical  and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to improve predictions of Arctic carbon cycle dynamics and their climate implications.

Key words: Arctic Ocean; anthropogenic carbon; sea ice loss; ocean acidification

工业革命以来，以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

变化为主的人类活动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的二

氧化碳（CO2），使其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 280 ppm
攀升至今已超过 430 ppm，较工业革命前增长

50%以上 [1]。而在工业革命之前的 11000年里，

大气 CO2 浓度基本稳定，变化幅度小于 20 ppm[2]。

人类活动引起的大气 CO2 显著增长催生了“人

为 CO2（Cant）”的概念。海洋 Cant 是指工业革命

以来因大气 CO2 升高引起海水中溶解无机碳

（DIC）增加的那部分过剩 CO2，其来源明确、可

定量识别，能够有效区分人为输入与自然碳循环

信号，是定量研究海洋碳循环过程的重要指

标 [3]。基于模式研究 ，工业革命以来海洋对

Cant 的吸收主要由大气 CO2 的人为扰动驱动[4]。

尽管海洋中的 Cant 含量只占了自然无机碳总量

的 1%[5]，但海洋累积吸收了约三分之一的 Cant
[6]，

显著减缓了大气 CO2 的增长。然而，海洋对

Cant 的持续吸收也导致海洋酸化[7-8]，改变了海洋

的基本化学平衡与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环境，影响

海洋生物钙化率以及生存[9-10]。

北冰洋虽仅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 3%～

4%[11]，却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成为全球

单位面积碳汇强度最高的海域之一，其 CO2 净吸

收量占全球海洋的 5%～14%[12]，在全球碳循环

研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全球气候变

化的“放大器”与“指示器”，北极地区过去

40年的变暖速率几乎是全球其他地区的 4倍，

即“北极放大效应”
[13-14]。该变暖驱动了北冰

洋海冰覆盖范围的持续快速减少 [15]、表层水淡

化[16]、太平洋入流水流量增加[17]、初级生产力提

高[18-19] 等一系列环境响应[20]，进而改变了北冰洋

碳循环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海冰消融引

发的多过程演变，调控北冰洋 Cant 的储量、分布

与迁移，也使得北冰洋碳汇的演变趋势与调控机

制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与热点[21]。

当前，围绕海冰消融对北极碳汇的调控效

应、Cant 储量区域分布格局及驱动机制，国内外

学者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

展。然而，不同研究在海冰消融对碳汇的影响以

及 Cant 在不同海盆和不同水层中的累积特征与

长期演变等方面仍存在分歧，诸多关键科学问题

尚未形成共识。本文基于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梳理北冰洋碳循环与 Cant 研究进展，重点总结海

冰消融对北极碳汇的双重效应、北冰洋 Cant 分布

与储量变化，分析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与

挑战，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北冰洋碳循

环与 Cant 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1   北冰洋环境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1.1    北冰洋高效碳汇的自然环境基础

北冰洋是全球纬度最高、面积最小的大洋，

被欧亚大陆、北美大陆与格陵兰岛环绕，整体呈

现宽阔陆架与深海海盆的地理结构。陆架区约

占北冰洋总面积的 1/3，包括楚科奇海、巴伦支

海、拉普捷夫海、喀拉海等流入型陆架。深海盆

被罗蒙诺索夫海岭分隔为欧亚海盆（南森海盆、

阿蒙森海盆）与美亚海盆（加拿大海盆、马卡罗

夫海盆）两大体系（图 1）。
独特的高纬地理位置与海域结构，造就了北

冰洋与自身体量不相称的高效碳汇能力。低温

环境有利于提高 CO2 在海水中的溶解度，是北冰

洋吸收大气 CO2 的天然优势[22]。北冰洋的碳吸

收驱动因素可归纳为物理与生物两大过程 [12]。

物理过程方面，北冰洋高密度冷水的形成与潜沉

过程，可将表层吸收的 CO2 输送至中深层水体

实现长期封存，是北极 CO2 储存的关键物理路

径[23]。此外，淡水输入、海冰与海洋相互作用以

及层化等过程，也共同调节着 CO2 的吸收与储

存[24]。生物过程方面，夏季海冰消融伴随光照增

加，会刺激浮游植物大量繁殖，形成密集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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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25]。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消耗表层

海水中的 CO2，从而降低海水 CO2 分压（pCO2），

加强海气界面的 CO2 梯度，驱动更多大气 CO2

进入海洋，形成海冰消融提高生物生产，进而增

强碳吸收的正反馈效应[26]。

 1.2    北极放大效应与海冰消退的长期趋势

北冰洋正在经历升温、表层水淡化和碳循环

重构等环境变化，影响局地乃至全球气候[27]。北

极放大效应驱动的海冰快速消退，是当前北冰洋

环境变化最主要的特征，也是北冰洋碳循环过程

改变的驱动因子。Rantanen等[14] 基于 1979年以

来的观测数据得出，北极地区的变暖速率已接近

全球平均水平的 4倍，远超此前学界普遍认知

的 2～3倍，这一异常增温直接导致了北冰洋海

冰覆盖范围的持续锐减[15]。全球气候模式与观

测分析一致表明，北冰洋正加速走向季节性无冰

的未来。其中，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

（CMIP6）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北冰洋在 2050年

之前的 9月将首次出现海冰面积小于 1×106 km2

的近乎无冰状态[28]。现有研究基于不同统计方

法与排放情景给出的首次无冰时间范围从

2037年至 2072年不等[29-31]。海冰消退通过削弱

海气 CO2 交换物理屏障、加剧水体层化作用等

物理过程，与延长浮游植物生长时期、改变生物

生产格局等生物过程，共同作用于北冰洋碳循

环，也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北极碳汇未来演变趋势

的激烈讨论[21]。

 2   北冰洋 Cant 研究进展

 2.1    研究方法的发展

在北极碳汇功能争议的背景下，Cant 作为区

分人为扰动与自然碳循环的重要指标，已成为解

析北极碳汇变化驱动机制的关键研究对象。北

冰洋 Cant 研究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 Cant 估算方

法不断完善、区域约束不断增强、Cant 估算精度

逐渐提升的过程。总体而言，其方法演进大致经

历了从早期粗略定量估算到利用瞬态示踪剂约

束，再到多示踪剂联合验证以及高分辨率模型等

阶段。

北冰洋 Cant 研究起步于 20世纪 90年代末，

早期主要依赖箱式模型和碳同位素方法进行

初步估算。Anderson等[32] 采用箱式模型方法结

合观测的二氯二氟甲烷（CFC-12）、四氯化碳

（CCl4）示踪数据首次量化北冰洋 Cant 储量约为

1.35 Pg C，并指出 1991年 Cant 吸收量约为（0.026±
0.009 ） Gt C/a（其中欧亚海盆为 0.0194 Gt C/a，加
拿大海盆为 0.0070 Gt C/a），占全球海洋吸收的

1%。但该研究假设海洋与大气 CO2 浓度完全平

衡 ，未考虑示踪剂的饱和度差异 ，导致 Cant

估算偏低，存在较大估算不确定性。Bauch等[33]

采用浮游有孔虫碳同位素对比法，结合北冰洋南

森海盆水柱与表层沉积物的 δ13C观测数据，估

算北冰洋 Cant 储量为 4～7 Gt C，占全球海洋 Cant

吸收总量的 4%～6%。但该研究仅聚焦南森海

盆，观测空间覆盖不足，且采用一阶估算、假设

海水碱度恒定等简化条件，叠加碳酸盐离子效应

校正的不确定性，因此，Cant 储量估算误差达

±2～3 Gt C。
随着多种估算 Cant 方法被提出[34-36]，且对北

冰洋通风过程与水团结构不平衡状态认识的加

深，北冰洋 Cant 研究重心逐步转向基于瞬态示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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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冰洋地形

Fig. 1    Bathymetric map of the Arctic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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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传输时间分布（TTD，transit time distribution）
方法。Tanhua等 [37] 基于 TTD方法整合多年氯

氟烃（氯氟碳化合物，CFCs）、六氟化硫（SF6）瞬
态示踪剂观测数据，假设深层水形成后示踪剂饱

和，通过瞬态示踪剂刻画水体环流与通风年龄，

实现 Cant 分离，估算 2005年北冰洋 Cant 总储量

为 2.5～3.3 Pg C，并发现欧亚海盆中层水通风时

间（约 200年）快于加拿大海盆（约 300年），阐明

了海盆间通风差异对 Cant 空间分布的调控机制，

修正了早期研究因方法不完善造成的 Cant 储量

估算偏差。针对传统 TTD方法未充分考虑深层

水形成期表层 CFC-12不饱和而 Cant 过饱和的不

平衡条件可能导致北冰洋 Cant 浓度被低估

7%～12%的问题，经修正后，Terharr等 [38] 估算

2005年北冰洋 Cant 总储量为（3.3±0.3） Pg C。
在 TTD框架基础上，新型放射性核素示踪剂

的应用，有效规避了传统气体示踪剂的饱和缺陷，

同时也实现了多示踪剂交叉验证。Smith等 [39]

基于 2015年国际海洋痕量元素及其同位素研究

计划（GEOTRACES）航次的碘 129（129I）、三氯一

氟甲烷 （CFC-11）与 SF6 示踪观测数据 ，采用

TTD方法刻画北冰洋环流的平均年龄（Γ）与混

合参数（Δ），确定气体示踪剂饱和度为 0.90时估

算结果最优，发现北冰洋上层、中层水 Δ稳定在

6～10年，以强平流输送为主，Γ随大西洋水环流

路径逐步增加，同时揭示了冬季太平洋水与大西

洋水的混合调控机制，完善了北冰洋 TTD方法

的参数约束与水团混合框架，为后续 Cant 精准估

算提供了关键的环流与示踪参数支撑。Raimondi
等 [40] 将129I与铀 236（236U）放射性核素作为新型

示踪剂 ，通过 TTD方法估算 2015年北冰洋

Cant 储量为（0.85±0.17） Pg C，与传统气体示踪剂

法得出的（1.0±0.03） Pg C结果在误差范围内完

全一致（若按体积比例外推至北冰洋全海域，采

用核素法估算的 Cant 约为 2.85 Pg C，采用体法估

算的 Cant 约为 3.62 Pg C），证实了放射性核素
129I与236U在北冰洋 Cant 研究中的可靠性，同时

指出气体示踪剂的饱和度问题是传统 TTD方法

的主要不确定性来源，推动北冰洋 Cant 研究向多

示踪剂联合应用方向发展。

TTD方法在刻画北冰洋复杂水团混合与陆

架海盆相互作用与年代际 Cant 变化识别方面存

在一定局限，因此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也被引入北

冰洋 Cant 研究。Ulfsbo等[41] 应用了拓展多元线

性回归（eMLR）方法估算了 1996至 2015年北冰

洋欧亚海盆 Cant 变化，指出在南森海盆和阿蒙森

海盆的中层水体 Cant 呈现出快速的年代际积

累 。 Woosley和 Millero[42] 进 一 步 采 用 集 合

eMLR方法估算了 1994年至 2015年西北冰洋

Cant 变化，即在传统 eMLR方法基础上同时运行

42组参数组合回归并取平均，降低单一参数选

择带来的主观偏差与过拟合问题，结果指出尽管

大气 CO2 持续上升，但 1994至 2015年加拿大海

盆与马卡罗夫海盆几乎没有新增 Cant 累积。

在数值模式方面，Terhaar等[43] 证实，提升模

型分辨率 （从 2°到 0.25°）可使 Cant 估算结果

（0.25°高分辨率模拟 2005年的 Cant 结果为 2.6 Pg
C）更接近观测约束，并明确侧向输运是 Cant 进入

北冰洋的主要途径，其贡献约为海气通量的

3倍。此外，碳同位素示踪技术的应用也实现了

重要突破，Ko和 Quay[44] 基于 GEOTRACES航

次的 δ13C高精度观测数据，系统评估了 Cant 对北

冰洋 δ13C的苏斯效应（Suess effect），从表层到

2000 m水深均观测到 Cant 增加和 δ13C降低，为

认识北冰洋 Cant 输送过程与储存机制提供了独

立证据。

综上所述，北冰洋 Cant 研究方法已经由早期

依赖简化假设的箱式模型和同位素估算，逐步发

展为以 TTD方法为核心、eMLR估算为补充、

多示踪剂联合约束和高分辨率模式模拟相结合

的综合研究体系，Cant 储量估算结果逐渐收敛

（表 1）。研究重点也由早期的 Cant 总量估算，逐

渐转向水团通风、输运路径及长期储存机制的

解析，为认识海冰消融背景下北冰洋 Cant 演变提

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2.2    北冰洋 Cant 的时空分布与储量格局

经过三十余年的观测积累与方法发展，目前

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受环流通风、水团混合与

陆架海盆相互作用共同调控，北冰洋 Cant 在水平

和垂直上分布极不均匀。海冰消融通过调控海

气交换、层结强度及水团输运等物理过程以及

促进生物生产等生物过程，进一步重塑北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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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 在水平和垂向上的分布格局。

水平分布上，不同海盆之间的 Cant 累积速率

存在显著差异，欧亚海盆（南森海盆、阿蒙森海

盆）是北冰洋 Cant 富集区，Cant 浓度与累积速率

显著高于美亚海盆（加拿大海盆、马卡罗夫海

盆）[37, 41, 45-47]。拉普捷夫海以北及大西洋入流影

响显著的区域通常对应北冰洋 Cant 高值区，而随

着大西洋水沿边界流向内陆输送，Cant 浓度呈现

逐步递减趋势 [37]。从累积速率来看，欧亚海盆

Cant 年累积速率约为 0.4～1.0 mol C m2/a，其中南

森海盆和阿蒙森海盆的累积尤为显著；相比之

下，加拿大海盆和马卡罗夫海盆的 Cant 累积速率

仅为 0.1～0.2 mol C m2/a，不足欧亚海盆的一半，

部 分 研 究 显 示 其 在 1994－ 2015年 新 增 Cant

有限，甚至接近无净累积状态[41-42, 45]。这一差异

主要反映了欧亚海盆受大西洋入流通风和侧向

输送的控制更强，大西洋来源水是北冰洋 Cant 输

入最重要的外源通道。进入北冰洋后的大西洋

水沿欧亚海盆边界流向东传播，在输送过程中持

续向周围海域输送 Cant，因此欧亚海盆形成北冰

洋最显著的 Cant 高值区 [37, 41]。而美亚海盆则受

淡水输入增强和层化加剧影响，垂向交换和中层

通风较弱，导致 Cant 累积速率明显偏低[42, 45]。基

于我国北极科考资料，Deng等 [46] 和 Wang等 [47]

进一步表明，北冰洋上层 4000 m Cant 柱储量显著

高于白令海，加拿大海盆 Cant 高于楚科奇海又显

著高于白令海，且加拿大海盆南部 200～600 m
Cant 浓度明显低于北部，说明水团输送路径、通

风效率及边界流过程共同决定了 Cant 在不同海

盆中的空间累积格局。

与水平分布相比，北冰洋 Cant 的垂向分布规

律更为一致。北冰洋 Cant 主要储存在上层至中

层水体，整体呈现表层较高、随深度递减、中层为

核心储库的结构[37, 40, 44, 48-49]。现有研究普遍认为，

上层 1500 m的水体存储了北冰洋绝大部分的

Cant，其中约 500 m附近的大西洋水层通常形成明

显的 Cant 高值中心，而 500 m以下 Cant 浓度则随

深度快速下降，底层水一般低于 8 μmol/kg[37, 40, 46]。
Cant 通过海气界面 CO2 交换进入海洋，表层海水

作为海洋与大气接触的上边界，通常呈现相对较

高的 Cant 浓度。而北冰洋中层水体中的 Cant 并

非主要来自局地海气交换的简单累积，而是以大

西洋来源水的侧向通风输送为主导。大西洋来

源水沿边界流的侧向输送，结合海盆内部通风以

及水团混合过程，持续将 Cant 输送并累积至中层

水体中。但同时，北冰洋显著的层化结构削弱了

 

表 1    北冰洋 Cant 主要估算方法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anthropogenic carbon estimation in the Arctic Ocean

方法类型 原理 优势 局限性 代表性研究

箱式模型法

基于CFC-12、CCl4等示踪剂观测数

据，假设海气CO2平衡，通过箱式模

型初步量化Cant储量与吸收通量

方法简便，首次实现北冰洋Cant的

定量估算，奠定研究基础

假设海气CO2完全平衡，未考虑示

踪剂饱和度差异，导致估算结果偏

低；整体不确定性较大
[32]

碳同位素法

利用浮游有孔虫与水体的δ13C观测数

据，识别水体的碳同位素苏斯效应，

示踪Cant的入侵与储存

开创同位素示踪北冰洋Cant的新路

径，可反映Cant的入侵深度与过程

早期研究数据空间覆盖不足且假

设海水碱度恒定，叠加碳酸盐离子

效应校正误差，储量估算偏差大
[33, 44]

TTD 示踪法

基于传输时间分布（TTD）通过

CFCs、SF6等瞬态示踪剂刻画水体环

流与通风年龄，实现Cant的分离与储

量估算

结合水体环流过程，结果稳健性较

好；可阐明海盆间通风差异对

Cant分布的调控机制

传统方法假设深层水形成期示踪

剂饱和，导致Cant浓度被低估

7%～12%；气体示踪剂饱和度校

正存在不确定性

[37-38]

eMLR法
基于海水温度、盐度、营养盐等环境

参数与溶解无机碳的统计关系，分离

出Cant组分

计算便捷，集合eMLR可消除单一

参数选择的主观偏差，降低过拟合

风险，适合区域高分辨率观测分析

依赖环境参数选择的合理性；水团

混合复杂区域的估算偏差较大
[41-42]

放射性核素

示踪法

以129I与236U等放射性核素为新型示

踪剂，结合TTD方法估算Cant储量，实

现多示踪剂交叉验证

规避传统示踪剂的饱和缺陷，结果

可靠性高；可与气体示踪法交叉验

证，完善TTD方法的参数体系

放射性核素观测数据稀缺，空间覆

盖范围有限；全海域储量外推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
[40]

数值模式模

拟法

利用海洋生物地球化学数值模式，

模拟Cant的吸收、输运与储存过程，

评估不同情景下的演变趋势

可实现多过程耦合模拟，量化不同

驱动因子的贡献；支持不同排放情

景下的预估；提升模式分辨率可有

效降低估算偏差

模式参数化方案存在不确定性，对

中小尺度过程（如陆架海盆相互作

用）的模拟精度不足；高分辨率模

拟计算成本较高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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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向交换，使进入中层的 Cant 难以继续向深层扩

散，因而在 Cant 不断输入和水团滞留效应的共同

作用下，中层水体成为北冰洋 Cant 的主要富集

层 [44, 46, 48]。海冰消融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垂向分

布特征。随着海冰覆盖减弱，表层开阔水域增

加，海气 CO2 交换增强，短期内有利于 Cant 在表

层快速积累。但与此同时，融冰淡水输入又会显

著降低表层盐度和总碱度[42]，增强水体层结，抑

制垂向混合和深层通风，使新增的 Cant 更难向深

层输送[50]。

总体来看 ，随着观测资料不断积累以及

TTD、eMLR、碳同位素等方法的发展，北冰洋

Cant 研究已由早期的粗略定量逐步转向多方法

交叉验证与多过程联合约束。早期研究受限于

观测覆盖不足和方法假设，Cant 储量估算差异较

大，范围从 1.35 Pg C到 7 Pg C不等[32-33]；而近年

来，多示踪剂、多方法和高分辨率模型研究基本

收敛于 2.5～3.5 Pg C的估算区间，约占全球海

洋 Cant 总储量的 4%～6%[37-40, 43]。这一收敛不仅

说明北冰洋 Cant 总量已获得较稳定的定量认识，

也表明北冰洋 Cant 的研究重心正由总量是多少

逐渐转向 Cant 是如何进入、如何输送、如何储存

以及如何响应海冰消融等过程性问题。北冰洋

显示出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单位面积储碳效

率，既体现了北冰洋强大的碳汇能力，也反映出

其由海气交换、大西洋入流、海盆通风和层化结

构共同控制的高灵敏度碳循环特征，因此在全球

碳收支与海洋酸化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3   海冰消融对北冰洋碳汇功能与 Cant 影响

 3.1    海冰消融对北冰洋碳汇功能的双重效应

 3.1.1    海冰消融驱动碳汇增强

海冰消融是北极气候变化最主要的特征，也

是调控北冰洋碳汇功能的重要外部驱动因子。

多项研究从开阔水域扩张、生物生产提升和碳

吸收强度修正角度，论证了海冰消融对北冰洋碳

汇的促进作用。Bates等[51] 最早基于观测数据定

量指出海冰消退导致开阔水域增加，进而使北冰

洋对大气 CO2 的吸收量显著增强。其后相关研

究进一步表明，海冰消退不仅通过增加海气接触

面积直接促进 CO2 交换，还可以通过延长无冰

期、增加光照，提升北极海域浮游植物初级生产

力，放大生物碳泵对 CO2 的固定能力[52-53]。尤其

在营养盐相对充足的陆架海域，海冰消退往往伴

随初级生产力增强和春、夏季生物生产期延长，

从而提升局地碳汇强度[52]。Lannuzel等[22] 也指

出，尽管海冰消退导致冰藻碳泵效率降低，但开

阔水域浮游植物生产的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重

新配置碳输出路径，未来北极碳汇仍可能保持增

强趋势。

除生物过程外，部分研究还指出，传统观测

可能低估了海冰消融条件下北极碳吸收的强

度。Richaud等[54] 研究发现，北冰洋海冰消融过

程与季节性碳吸收增强存在显著线性关系，当前

北极碳吸收强度被低估约 30%。Tozawa等[55] 针

对 2021年北冰洋太平洋扇区的碳酸盐体系观测

也指出，楚科奇海的 pCO2 主要受生物活动与温

度调控，加拿大海盆则以淡水输入为主导，且海

冰消融降低 pCO2 的程度强于河水与融雪，说明

海冰减少在某些区域和季节能够增强北冰洋的

CO2 吸收能力。总体而言，这类观点强调海冰消

融通过扩大开阔水域、增强光照和延长生长季，

可在短期或局地尺度上增强北冰洋碳汇。

 3.1.2    海冰消融导致碳汇潜力受限/减弱

与海冰消融驱动北冰洋碳汇增强的观点相

对，另一类研究则指出，海冰消融未必导致碳汇

持续增长，甚至可能出现碳汇功能减弱的情况。

其原因在于海冰消退往往伴随强淡水输入和层

化加剧，从而形成物理阻碍，削弱垂向交换、抑

制营养盐供给，并改变海水 pCO2 与碳酸盐体系

平衡，限制生物碳泵效率与碳的长期封存。

在物理阻碍方面，Cai等[56] 基于 2008年夏季

在加拿大海盆的观测指出，海冰融化形成的强淡

水层结限制表层水体与深层海水之间的交换，阻

碍了已吸收的 CO2 向深海的输送。Miller等 [57]

研究也指出，冰川融化与河流径流带来的淡水输

入增加，会强化上层海洋的层化结构，抑制深层

营养盐向表层供应，进而限制浮游植物初级生产

及其对 CO2 的吸收。Lewis等[58] 进一步证实，当

前北极浮游植物初级生产的增长已从海冰消退

驱动的光照增加，转向营养盐供给限制的阶段，

未来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增长空间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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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酸盐体系方面，海冰消退可能加速表层

水 pCO2 上升并削弱碳汇稳定性。Ouyang等 [59]

通过长期观测数据发现，海冰减少导致的加拿大

海盆海水 pCO2 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说

明海冰减少可能使局地海洋更快接近或超过大

气平衡状态，从而削弱继续吸收 CO2 的潜力，并

可能导致 CO2 潜在释放。Fransson等 [60] 也指

出，海冰消退会导致深层高 pCO2 水向上输送，使

北冰洋 CO2 吸收能力呈下降趋势。

在生物碳泵效率方面，海冰消融对碳汇的长

期作用同样存在不确定性。Wu等[61] 基于 2003–
2022年卫星观测数据指出，北极生物泵在 2013
年出现明显转折，在近无冰条件下生物泵转向持

续减弱，同时，北冰洋碳酸盐体系中 pCO2 升高，

碳酸盐离子浓度下降，进一步削弱海水对 CO2 的

吸收与碳封存能力。Knies等 [62] 以北极斯瓦尔

巴群岛孔斯峡湾为研究区，通过沉积物岩芯与生

物地球化学监测证实，海冰消退初期浮游植物初

级生产力虽有所提升，但在水体分层加剧、深层

营养盐供给受限、浮游植物群落小型化的共同

作用下，颗粒有机碳沉降效率反而下降，最终导

致北极峡湾碳汇能力减弱，挑战了生产力提升即

碳汇增强的传统认知。

此外，海冰消融还可能通过新的物理压载机

制影响碳输出过程。Swoboda等[63] 基于北冰洋

弗拉姆海峡 13年的通量观测发现，海冰融化释

放的石膏与陆源颗粒可通过压载作用使有机聚

集体沉降速度提升 10倍、碳输出增加 30%，为

海冰消融背景下北极碳循环提供了全新的生物

地球化学机制。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海冰消融对北极碳汇的

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与区域异质性，难以简单

归结为碳汇增强或减弱。在较短时间尺度或局

地尺度上，海冰减少通过扩大开阔水域、延长生

长季、增强初级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

气 CO2 的吸收，这一效应在营养盐充足的陆架区

尤为明显。而在较长时间尺度或深海盆区，淡水

输入增加、层化增强、营养盐限制、pCO2 升高以

及生物泵效率下降等过程的负向反馈逐步显现，

制约了碳汇能力的持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

2013年前后北极生物泵与碳汇响应的阶段性转

折，表明上述两种效应的相对主导地位可能随冰

退进程发生动态切换，北极碳循环或已进入一个

新的演变阶段。因此，海冰消融实质上是通过重

塑物理过程、生物过程与碳酸盐化学过程之间

的耦合关系，改变北冰洋碳汇功能的时空演变格

局，其综合效应与长期趋势目前仍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有待通过更系统的长期观测与多过程耦合

模型加以厘清。

 3.2    海冰消融对 Cant 影响

 3.2.1    正向驱动效应：海冰消融强化 Cant 吸收

与中层累积

海冰消融可通过垂向混合与侧向输运过程

促进北冰洋中层水体  Cant 快速累积 [48]。基于

1991－2011年多航次观测数据，Ericson等 [48] 指

出西北冰洋中层水输入是 Cant 浓度显著增加的

主因。海冰消融使冬季开阔水域面积增加，促进

海冰生成与卤水析出，强化高密度水形成和陆架

海盆对流，将表层吸收的 Cant 高效输送至深度

为 150～1400 m的水体中，该层位 Cant 柱储量年

增长速率为 0.6～0.9 mol C m2 /a，其中阿蒙森海

盆的增长速率比全球海洋平均水平高出近 2/3。
说明海冰消融并不仅是改变表层海气交换，更是

通过影响水团形成与通风过程改变 Cant 吸收。

Ulfsbo等 [41] 进一步证实，1996－2015年欧亚海

盆中层水体 Cant 快速累积，其中南森、阿蒙森海

盆中层 Cant 年累积速率可达 （0.44 ～  0.73）  ±
0.14 mol C m2 /a与（0.63 ～ 1.04） ± 0.09 mol C m2 /a。
这与海冰消融驱动的大西洋入流通风增强有关，

海冰退缩使边界流和中间层侧向输送效率提高，

从而促进富含 Cant 的大西洋来源水不断向欧亚

海盆内部输入。Tanhua等 [37] 也指出，海冰消融

引发的环流调整会进一步放大欧亚海盆与加拿

大海盆的通风差异，加速 Cant 沿大西洋入流路径

的侧向输送与埋藏。尤其在欧亚海盆，由于直接

受到大西洋温暖、高盐、富含 Cant 水体的影响，

海冰消融对 Cant 累积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3.2.2    负向抑制效应：海冰消融削弱 Cant 长期

储存能力与吸收潜力

海冰消融对 Cant 吸收的影响并非全是正面

促进吸收的，其负向抑制效应同样不容忽视。随

着大量融冰淡水进入海洋表层，北冰洋水体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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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垂向交换和深层通风能力受到抑制，

从而限制 Cant 的长期埋藏与深层储存。这一效

应在美亚海盆表现得尤为突出。Woosley和

Millero[42] 基于加拿大海盆的观测数据指出，海

冰消融带来的大量淡水输入增强水体垂直层结，

尽管大气 CO2 浓度持续上升，但该区域 Cant 累积

基本为零，说明淡化和层化增强已明显削弱

Cant 向深层的输送效率。Rajasakaren等 [45] 也表

明，海冰消融导致的淡水输入增加，与水体较弱的

通风条件共同抑制了 Cant 向加拿大海盆深层水

体的输送与储存，导致南加拿大海盆 Cant 年增幅

不足欧亚海盆的一半。从过程机制看，海冰融水

虽可使部分 Cant 在中层水体短期富集，但同时长

期也会削弱水体垂向通风，使新增 Cant 更难进入

深层长期封存，进而削弱北冰洋碳汇的稳定性[48]。

Terhaar等[50] 也指出，海冰减退引发的北极表层

淡化与层结增强，会通过改变水体通风与混合效

率，影响包括西北冰洋在内的全北极 Cant 储存格

局与酸化发展趋势。

此外，海冰消融带来的淡水输入，会直接稀

释海水碱度，降低海水碳酸盐系统的缓冲能力，削

弱北冰洋对大气 Cant 的持续吸收潜力。Woosley
和 Millero[42] 指出，加拿大海盆冰融淡水的稀释

效应导致海水碱度降低，总 DIC反而随大气

CO2 增加出现下降，区域 Cant 吸收通量较预期降

低约 40%，部分海域甚至出现 Cant 弱释放现象。

Terhaar等[64] 基于 CMIP6的 14个地球系统模型

量化结果证实，海冰融化使西北冰洋海水碱度降

低 8 ～  15 μmol/kg，削弱了海水的 CO2 缓冲能

力。虽然淡水化可在短期内小幅增加表层 Cant

的瞬时吸收，但从长期来看会大幅降低海洋对

Cant 的持续容纳能力，并加剧海洋酸化。

 3.2.3    长期演变趋势与生态环境连锁效应

综合现有观测与模式研究结果来看，海冰消

融对北冰洋 Cant 的影响并不只是简单吸收增强

或减弱，而是通过改变海气交换、环流通风、水

体层结及水团混合过程，重塑 Cant的吸收、输送

与储存路径[37, 40, 42, 44, 48-49]。总体来看，海冰减少

有利于增加表层 Cant 输入，并促进 Cant 向中层水

体输送和积累；与此同时，淡水化和层结增强又

会限制 Cant 进一步向深层扩散和长期封存。因

此，海冰消融正在加剧北冰洋 Cant 在不同海盆和

不同深度层位之间的空间分异。欧亚海盆受大

西洋来源水持续输入及通风增强的影响，中层水

体 Cant 持续富集；而美亚海盆则因淡水输入增加

和层结强化 ，深层输送受限 ，形成更明显的

Cant 中层富集、深层贫化结构。

在此背景下，北冰洋 Cant 未来的演变趋势及

其生态环境效应受到广泛关注。短期（数十年尺

度）内，海冰持续消融可通过扩大开阔水域、延

长无冰期、提升初级生产力和增强海气交换，带

来北冰洋 Cant 的有限净增长。但长期（百年尺

度）来看，其净效应仍存在显著不确定性，可能存

在 Cant 汇源逆转的临界风险。Terhaar等[64] 基于

模型预估，至 21世纪末西北冰洋 Cant 库存将达

到（6.2±1.3 ）～ （10.3±2.2） Pg C，但该结果对海冰

消融速率、海洋环流变化、淡水输入以及陆源碳

输入等过程高度敏感，存在极大不确定性。随着

海冰持续减少，表层海水吸收更多大气 CO2，其

pCO2 逐渐趋近大气水平，海洋对新增 Cant 的吸

收能力可能逐步减弱。与此同时，淡水化引起的

层结增强也会削弱垂向混合与深层通风，限制

Cant 向深层水体的长期埋藏[42, 50, 64]。最新模式研

究进一步表明，未来北极海洋 CO2 吸收呈现先上

升后逐渐下降的非单调变化，并伴随吸收中心向

更高纬度海域迁移的趋势，其变化主要受海冰退

缩和海气 CO2 分压差减小的共同控制[65]。这一

结果表明，海冰消融不仅影响北冰洋 Cant 的吸收

强度，还可能重塑其空间分布格局和长期储存路

径。因此，未来北冰洋 Cant 是否能够持续维持高

效储存能力，以及不同海盆之间储存格局将如何

演变，仍是当前研究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

海冰消融背景下 Cant 的持续累积与北冰洋

海洋酸化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Cant 增加已

成为驱动北冰洋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41,48,64]。

Ulfsbo等[41] 指出，欧亚海盆近二十年来 Cant 快速

累积已导致上层水体 pH年均下降 （ 0.0021±
0.0004）。Ericson等 [48] 测算 1991－2011年 Cant

累积已导致北冰洋中层水体 pH下降 0.02～0.05
个单位。基于模式研究，21世纪西北冰洋酸化过

程中，Cant 增加贡献率达 68%～79%，海冰融化导

致的淡水化贡献率为 21%～32%，二者协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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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极海洋酸化的进程[64]。随着 Cant 持续向中

层水体累积，未来大西洋来源水层可能率先出现

文石不饱和状态，从而对浮游有孔虫、翼足类等

钙化生物以及底栖生态系统带来持续压力[48, 64]。

总体来看，海冰消融并未改变北冰洋作为重要

Cant 汇区的基本属性，但正在重塑 Cant 的吸收路

径、储存位置及其生态后果。海冰消融如何通

过物理过程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耦合作用影

响 Cant 收支平衡，以及北冰洋碳汇格局是否会发

生区域性重构，仍是未来北冰洋碳循环研究需要

重点关注的关键科学问题。

 4   挑战与展望

 4.1    科学挑战

现有研究已初步揭示北冰洋 Cant 的分布、储

量特征及海冰消融对其的部分调控作用，但受极

区观测环境恶劣、时空变化快以及多过程耦合

复杂性的影响，当前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

包括：

第一，海冰消融驱动的多过程耦合调控机制

量化不足。当前对海冰消融引发的物理、生物

化学过程对 Cant 的调控效应研究，多停留在定性

识别与单一过程分析阶段，缺乏多过程耦合作用

的量化分析，无法明确不同过程对 Cant 分布与储

量变化的相对贡献，这也是导致当前关于北冰洋

碳汇增强还是减弱学术争议的重要原因。

第二，观测数据的时空覆盖仍存在显著短

板。现有观测时间主要集中在夏季海冰消退期，

观测海域主要集中在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南

部等海域，冬季海冰覆盖期以及俄罗斯北极陆架

等区域的观测数据严重稀缺。由于 Cant 对季节

变化和通风过程高度敏感，现有观测无法完整刻

画 Cant 的季节变化与全海域分布特征 ，导致

Cant 储量估算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第三，模型模拟与预估能力仍有待提高。多

数全球气候模式对北冰洋的分辨率较低，难以准

确刻画陆架海盆相互作用、中尺度涡旋、边界流

侧向输送等关键过程，同时，针对海冰生物过

程、陆源有机碳循环、淡水增加与碳酸盐体系耦

合等北冰洋特有过程的参数化方案不完善，导致

模拟结果与观测数据存在明显偏差，限制了预

估 Cant 未来演变趋势的可靠性。

 4.2    未来研究方向

针对当前研究面临的挑战，结合全球气候变

化与北极科学发展的需求，未来北冰洋 Cant 研究

可重点聚焦以下方向：

第一，量化海冰消融对 Cant 循环的多过程耦

合调控机制。聚焦北冰洋关键海域，通过现场观

测、控制实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手段，系统量

化海冰消融引发的物理输运、生物生产、碳酸盐

体系变化等过程对 Cant 吸收、输运、储存的调控

效应，明确不同过程的相对贡献，厘清碳汇增强

与减弱的临界条件，进一步完善北冰洋 Cant 理论

体系。

第二，构建全季节、全海域的立体观测网

络。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整合各国北极

科考资源，重点提升冬季海冰覆盖期、数据稀缺

区的观测，推广应用生物地球化学阿尔戈计划

（BGC-Argo）浮标、锚系潜标、冰基观测平台（如

北极气候多学科漂流冰站观测计划 MOSAiC）、
无人潜航器等技术，构建覆盖北冰洋全海域、全

季节、全水深的碳酸盐体系立体观测网络，获取

长期连续观测数据，为 Cant 估算、模型验证以及

机制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第三，发展高分辨率、多过程全耦合的数值

模型。未来需提升北冰洋区域模型的空间分辨

率，完善海冰生物过程、陆源有机碳循环、淡水

与碳酸盐体系耦合等关键过程的参数化方案，构

建大气、陆地、海洋、海冰、生态系统多圈层全

耦合模型，结合数据同化技术融合多源观测数

据 ，降低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 ，提升北冰洋

Cant 演变趋势的预估能力。

 5   结 论

北冰洋虽仅占全球海洋面积的 1%，却贡献

了全球海洋 5%～14%的 CO2 净吸收量，是全球

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北极放大效应影响，

北冰洋正经历海冰快速消退、表层水淡化、水体

层结增强等剧烈环境变化，深刻改变了区域碳循

环过程，也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北极碳汇未来演变

趋势的激烈争议。支持碳汇增强的研究认为，海

冰消退通过扩大开阔水域、促进浮游植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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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碳输出效率等机制，持续增强北极碳汇能

力。而质疑碳汇潜力的研究则指出，海冰消退引

发的水体层化加剧、营养盐限制、生物碳泵效率

下降、淡水输入稀释碱度抵消效应等，将制约甚

至削弱北极碳汇功能。二者对于多过程耦合效

应的量化与长期趋势判断存在差异。

北冰洋 Cant 研究方法经历了从早期箱式模

型，到 eMLR与 TTD方法应用，再到多示踪剂联

合、高分辨率模型优化的演进历程，估算精度与

结果稳健性持续提升，当前修正后的 2005年北

冰洋 Cant 总储量为 （ 3.3  ±  0.3）  Pg  C。北冰洋

Cant 主要储存在欧亚海盆及中层水体，并呈现明

显的陆架海盆分异和垂向分层特征。海冰消融

不仅影响 Cant 的吸收路径和储存位置，还通过淡

化、层化和酸化过程进一步加剧北冰洋碳循环

的空间异质性与生态风险。

北冰洋 Cant 研究已从总量是多少逐步进入

Cant 是如何输送、如何储存、如何反馈的机制解

析阶段。未来仍需围绕海冰消融多过程耦合调

控机制量化、全海域立体观测网络构建、高分辨

率全耦合模型发展以及酸化与生态效应评估等

研究方向持续推进，全面提升对北冰洋碳循环的

系统认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保护北极生态

环境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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